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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办事，也顺带探访“现

代作家书房”展。在瞻仰了巴金、老舍、艾青、

臧克家等许多老作家的书房后，“九叶派”诗

人王辛笛的书房吸引了我的视线。当我站在

他的书房前，端详着他的遗像，得知他所捐献

的藏书和文物具有旷世价值后，勾起了我近

40年前和他相识相交的回忆。

那是1981年底，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

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文学家参加的“四十年

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中国作家协

会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去香港参会的“中国

作家团”。团长是民国时期曾在香港达德学院

担任过文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的诗人和文学理论家黄药眠，团员有

唐弢、罗荪、柯灵、辛笛、丁景唐、田仲济、叶子

铭、楼栖、林焕平、吴宏聪、理由和我。12月21

日，当我们一行从红磡车站下车后，来自上海

的“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就成了会内会外最

受关注的热门大陆作家。

王辛笛（1912—2004），笔名辛笛、心笛。江苏淮安人，民盟成

员，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英文系进修。历任光华

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诗刊《民歌》主编，中华文艺协会候补理事、秘

书，上海市财政局秘书科长等。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

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届名誉委员等。1928年开始发表作

品。195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珠贝集》《手掌集》《辛笛

诗稿》《印象·花束》《听水吟集》等，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等。那

年，以辛笛为第一作者的《九叶集》诗选刚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1981年7月版）。

辛笛一到香港便写了一首《香港，我来了》的自由体小诗，表达

他离开香港多年后重回香港的感受：

香港，我来了！/阳光下有山有水，/就可以有无数的高层建

筑；/夜来辨不清是天上的繁星，/还是人间的灯火，/都是一样的灿

烂可亲！/切梦刀到头来/会帮助我验取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

微！/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去看望一下当年的望舒；/

我还分明记得/那时还在永别亭前/送葬人的路祭；/隐隐升起的/

是伤心的野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王辛笛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

在马临校长的夜宴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周策纵（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拿出了他的一张贺年卡送人，上

面印了他亲笔写的《沙田杂诗之一》：“雨后山花出浴娇，远峰入水

注鲛绡，和烟久坐陪松竹，沁翠清音与梦摇。”并在与会者的邀请下

用湘音楚调朗诵了这首诗。辛笛当即和韵作了一首七绝回应他：

“白首成诗韵最娇，此行一路梦红绡。且携山色湖光去，待与夫人双

浆摇。”第二天，周策纵要回美国威斯康辛去，又作了一首《赠辛笛

先生》诗赠辛迪：“扶苏九叶隔年春，掌上明珠洗暗尘，倘为生民诗

可殉，楚骚端未共沉沦。”诗末附言：“中国现代文学会议席上，余光

中教授与予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对新诗人于四十年代末期后纷

纷封笔，颇表惋惜。王辛笛先生以当时诗人为生民请命，献身革命

事业为解。因成此诗，略当问难请益云尔。周策纵1981年12月21

日于香港。”并注云：“《手掌集》乃辛笛四十年代诗集，《九叶集》则

出版于1981年，亦四十年代所作也。”辛笛当场又回赠一首《戏为

周策纵先生寄内》：“少壮离乡老大回，花开花落喜春回，自从分手

航天去，日诵南华又几回。”（按：周夫人吴南华。）周策纵又有奉和

诗一首《讽和辛笛诗人戏笔代我寄内之作》：“老妻召我逐年回，铁

鸟匆匆海外回。十二金牌卅六计，走为上计且来回。”来香港参会的

台湾诗人兼教授余光中，对辛笛的《手掌集》（上海群星公司1948

年出版）里的诗作大加赞赏，在讲台上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有力的

姿态朗诵。当他宣读完题为《试为辛笛看手相》的论文后，辛笛为余

先生所感，欣然上前与他握手表示谢意。

“中国作家团”的香港之行提供了机会使我与王辛笛相识，并

与他和唐弢、叶子铭、理由四人一起到香港理工大学去做了一次讲

座、讲演和答问，不仅同台传授了我们的文学观念，也使我们的关

系更进了一层。恰在这时，拙作《小说创作漫评》出版，遂赠送他一

本请教。诗人回上海后，于1982年3月6日给我复信如下：

锡诚同志：
承赐大著，已早由上海作协交到，在此谨表谢意。

港大黄德伟副教授托带他的摄影两张，兹请范宝慈同志面奉，

望收存。

此致

敬礼

王辛笛
（1982年）3月6日

辛笛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的手书和照片我一直保留着，

成了两岸及港台作家第一次聚会的见证。如今，我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他的书房前与他再次相遇时，涌现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几次拜访老作家渠川先生，听他讲“陈年往事”，诸多

文友浮上他的心头，其中有被他称之为“贵人”的赵寰、断

言他“大器晚成”的王愿坚和彼此“无话不谈”的陈广生。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曾经并肩走过时而风和日丽、时而

暴风骤雨的道路，他们的深厚友谊和个人命运，总是与国

家、与时代分不开。

渠川与赵寰

中国有句老话叫“贵人相助”，赵寰既是渠川的学长，

还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渠川与赵寰初识于1948年，当时

他们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创建，燕

园内名师云集，渠川却因家境贫寒而困难重重，第一学期

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到甲等救济金，免去了学宿费，但伙食

费没有着落，只能借钱天天喝白菜汤，第二个学期的费用

又成了大问题。寒假里，他回老家天津找同学求熟人介绍

工作赚点钱，却总是找不到事做，于是，他就去天津的高

中校友会演话剧，排戏时有饭吃。渠川在排戏时遇到几位

燕大学生，其中一位高班女同学认为他演得好，寒假过后

回校，女同学就把他介绍给燕大的燕剧社。

成立于1945年的燕剧社是燕大学生课外演剧团体，

渠川在剧社里认识了许多高班同学，其中就有赵寰。赵寰

比渠川大4岁，高两班，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他高

大俊秀，胆识超群，戴美国兵的布帽子，穿高帮靴子，走路

双手紧握拳头迈大步，如葱葱杨树清新而蓬勃，俩人有一

种天生的亲近感。赵寰在燕剧社导戏，要排《白毛女》，让

渠川演黄世仁。渠川小时候跟父亲学过京剧，一些经典京

戏熟记于心，而《白毛女》是歌剧，一个现代戏，渠川演起

来不太习惯，要求换到次要的角色。赵寰不同意，说渠川在

舞台上就是个“人物”，要承担主要角色，还说：“以后我写

戏，非把你写进去不可。”《白毛女》排了一段时间，被华北

学联劝阻停止排演了。燕剧社要成立“七人领导小组”，赵

寰帮助渠川进了“领导班子”，负责生活福利方面的工作。

赵寰想把渠川培养成燕剧社的接班人，待他们这批高班学

生毕业后就把剧社交给他。就这样，两个年轻茁壮的生命，

开始了纯真的友谊和心灵的碰撞。

1948年暑假里的8月1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

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开始改发金圆券；一是国民党在全

国大批逮捕进步学生，渠川的好些同学事先得到消息，去

了解放区，包括赵寰。这事对渠川震动很大，尽管当时国

民党溃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生性敏感的他强烈地感受

到黎明即将到来的讯息，他对解放区产生了憧憬，也不想

念书了，想到解放区去，在那里有工作可做，不用为学费

生活费苦恼。到了学校开学时，赵寰又从解放区回来了，

他虽然不是地下党员，却接受了党的任务回校。那天晚

上，渠川与赵寰在房间里彻夜长谈，最后赵寰答应把渠川

送到解放区去，但不是马上就走，得先一起排出一个戏来。

赵寰把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改编成话剧，渠川出

演男二号列兹涅夫，是一个沉稳、干练、务实的形象，和男

一号罗亭虚伪、浮夸、张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剧作中

有“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名句，赵寰想借此

尖锐嘲讽和批评那些话说得漂亮、斗争起来却很怯懦的

大学生。列兹涅夫的个性与渠川不同，他觉得难演，由于

大家默契，排练和演出都很成功。完成演出是1948年12

月12日，这时，大学生去解放区已很风行，形成了“好男

儿都去解放区”的风气。

12月13日，赵寰与渠川一起推着车，把借来的道具

一一还掉。到了晚上，燕大的校园像浸泡在黑色的墨水

里，赵寰把渠川带到操场边的一棵丁香树下，树下已站

着一位新闻系的姓刘的同学。赵寰说：“你们俩明天早

晨一起去天津，再由天津往郊外一个叫潘庄的地方走，

到潘庄找一个姓董的，他会带你们去冀东解放区，我还

有任务，就不陪同了，刘同学的暗号叫C1，渠同学的暗号

叫C2。”

严冬的清晨虽是寒风刺骨，阳光还是冲破了黑夜给

大地带来了曙光。渠川与刘同学一大早就坐燕大的班车

到北京火车站，买了车票去天津。他们到了天津才知道，

天津已被解放军包围，形势很紧张，那一趟车之后，北京

与天津的铁路交通就中断了。他们在天津待了一天，第二

天上午穿起长棉袍、皮鞋，以大学生到乡下看亲戚为借

口，冒险到了潘庄，找到了姓董的。俩人把暗号一说，姓董

的就知道是赵寰介绍来的，带他们到冀东解放区去。解放

区很欢迎大学生，也很需要他们，渠川到了冀东军区城工

部，后转到第四十军政治部新华社当记者。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组织对渠川进行调查，派

人向赵寰了解情况，赵寰写下了 14页一万多字的“材

料”。其中写道：“我和他（指渠川）关系比较密切，我认为

他在演戏上有出息，劝他以搞戏为职业。”赵寰回忆，渠川

参加的演出有《大江流日夜》《夜歌》等话剧。“没有见到他

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

渠川说：我与赵寰各自参军后，联系就少了，我参加

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他到了部队还是执著于写作排

戏。他与董存瑞是同一个部队东北野战军，不过他参军

时，董存瑞已经牺牲了，他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写

成了歌剧《董存瑞》，1952年，在第四野战军文艺检阅大

会上获戏剧类一等奖，我的小说《一心向党》获文学类三

等奖，歌曲一等奖是《我是一个兵》。我与赵寰在获奖名单

上“碰上”了。《解放军报》刊登了获奖名单，我那时在朝鲜

战场上，看到了，本想把获奖名单剪下来留着，可有点不好

意思，后来我还托赵寰到四野找旧报纸，没有找到。赵寰还

参与了电影《董存瑞》的创作，1955年上映，感动了千千万

万观众，他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他还与人合作创作小说《董

存瑞的故事》，因为有两个剧本打底，写得驾轻就熟，但在

文字间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激动，也能感染读者。

1962年春夏之交，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担任创作

组长的赵寰来到北京，向部队传达同年3月周恩来总理

和陈毅老总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那时，

渠川在北京参与编辑《星火燎原》，知音之交久别重逢，自

然兴奋不已，彼此的表情和动作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但渠

川明显地感觉到眼前的赵寰已不是燕剧社里的那个赵寰

了，当年青春的面容已是沟壑纵横，沧桑无限，他无疑在

长期紧绷的政治氛围中心神不安，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过

侵犯和磨难。特务，这不是笑话吗？渠川问他什么时候入

党？他说：我到解放区时就算入党了。渠川问他还想创作

什么？他说：还想写战争题材的剧本。

与许多文化人一样，赵寰在“文革”中被彻底打倒，因

他的剧作和言论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8年。他忍受

一切苦难，却始终锲而不舍地行走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

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日每夜，在牢房里不能写作，就忘我地

读书，他把马列著作通读了几遍。从监狱出来后的一段时

间里，他体质孱弱，腿脚患病，不能走路，却继续着文学征

程，创作了话剧剧本《南海长城》《秋收霹雳》等。

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开放，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

的渠川参加了温州考察团前往广州取经，下榻广州市委

招待所，有工作人员告诉渠川：外面有人找你。渠川出去

一看，是赵寰，他是坐汽车来的。赵寰的身体已经恢复健

康，政治问题也早已平反，担任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团

长。两人紧紧拥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起吃饭喝

酒，喝咖啡聊天，回忆过往。赵寰精神矍铄，满面红光，他

说：我兄弟姐妹很多，我9岁时，父亲带着我从老家丹东

来到关内，让我在北京念书，考上燕京大学……

赵寰先生今年95岁，居住在他所钟爱的广州；渠川

先生今年91岁，居住在他的第二故乡温州，两位老人享

受生命的晚霞时光。过年过节，他们会通电话，互相问候，

说起往事，记忆犹新，没有半句不满和抱怨，仿佛能看到

对方带着愉悦微笑的脸。

渠川与王愿坚

1960年4月，渠川从沈阳军区调到总政《星火燎原》

编辑部，编辑部约50人，下分小组，渠川所在的小组有10

来人，办公和住宿都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协创作基地。

《星火燎原》是一部革命回忆录选集，渠川在编辑过程中，

较为系统地接触到党和军队的历史，以及许多革命家讲

述的人生故事。

小组里有一位作家叫王愿坚，山东诸城人，1944年

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在华东野战军当记者，1952年到

《解放军文艺》任编辑，创作了报告文学《东山岛》、小说

《党费》《粮食的故事》等，备受读者称赞和文坛瞩目。渠川

也早知王愿坚的大名，见他品貌不凡，有儒将风范，想主

动与他交往时，他被上级派去陪同一位来中国采风的海

地作家。这样，王愿坚的房间空了出来，正好与渠川同住

的编辑来了妻子，渠川就住到王愿坚的房间里。

王愿坚完成了陪同任务回到编辑部，与渠川同住一

个房间，共用一个水龙头，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俩同岁，有

相同的经历，成长观、文学观和价值观也相近，有很多共

同语言。渠川觉得王愿坚是那种先天的优秀，聪明能干、

记忆力强、视野开阔，就把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拿给他指

点。追溯起来，渠川接触文学比王愿坚更早，上高中时就

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写了10多篇短小说投给报纸并发

表；参军后，他创作的小说《一心向党》在《人民文学》上亮

相，并入选多部集子。但接下来由于工作原因，他偏离了

写作轨道。王愿坚看了渠川的作品，认为主题富有时代色

彩，文笔洗练从容，在文学性上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1960年12月，西山上冬雪纷飞，银装素裹，山上的编

辑小组集体下山，住到北京市内总参第三招待所。《星火

燎原》编辑部重新编小组，渠川和王愿坚还在一个小组，

王愿坚为组长。组里的同志率真本色，工作之时一起切

磋、研讨，解决问题，休息之时一起打扑克“赶猪”，很是热

闹。不久，王愿坚在北京安了家，逢星期天，王愿坚不时请

渠川到家里吃一餐。新婚不久的渠川与妻子两地分居，妻

子在遥远的温州，他的内心深处是孤寂和苦涩的，他珍惜

王愿坚等好友带给他的温暖与快乐。

不过，编辑部里也有人对渠川有看法，说他在文学道

路上走不远。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渠川虚张声势，没有

作品。王愿坚说：我认为渠川有潜力，将来肯定能写出好

作品。那人不服气地说：说话要有根据。王愿坚说：我坚信

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我断言渠川大器晚成。那人说：大器

晚成这个成语是有的，可真正大器晚成的人很少见。

编辑《星火燎原》的工作到1963年9月结束，渠川回

沈阳军区，王愿坚留在总政，他们开始在一个接一个的政

治运动中沉浮。

1970年1月，渠川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结束了与妻子

两地分居的日子，调到温州工作。1973年，渠川出差北

京，找到王愿坚。10年没有见面，经过政治运动的俩人都

难掩岁月留下的斑驳，但还是走过来了，相见自然高兴。

王愿坚热情接待渠川，拉到家里吃饭、喝酒、聊天，醉意朦

胧中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编辑部生涯。席间，王愿坚说自己

应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正在与剧作家陆柱国合作，将李

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塑造了

30年代潘东子向往参加革命的红孩子形象。次年《闪闪的

红星》上映了，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优秀儿童片，这是上

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影片之一，伴随着一代人成长。

渠川先生说：王愿坚的小说和剧本大多取材红军和

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他善于捕捉典型人物，表现

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构思巧妙、故事性强，容易与读者、

观众发生互动、共鸣。

1977年渠川再次到北京出差，去看望王愿坚，他依

然处在创作的旺盛期，连续写了10多个以长征为题材的

短篇。这时，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住在一栋有院子的房

子里。他呼朋唤友，摆起酒菜，欢迎渠川。老友们大口喝

酒，大声说话，亲如兄弟，笑声朗朗。他爱人翁亚妮过来

说：你们小声点，隔壁外交部宿舍里的人在睡午觉呢。翁

亚妮是宁波人，也是一位军人，他们爱得纯粹而真挚。

王愿坚相信渠川一定能写出好作品来，每次见面，他

总对渠川说：“你不要老说创作计划，你要动笔呀，你大胆

地写。”上世纪80年代，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的渠川拿起

笔杆创作文学作品，1989年3月，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金

魔》，第二年7月由海峡出版社出版，获得华东优秀文艺图

书评比一等奖，1994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

号》，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令渠川悲痛的是，王愿坚没能分享到他成功的喜悦，

《金魔》出版后不久，王愿坚就病逝于北京，他没能看到这

部长篇小说，更不知道改编的电视剧大获成功。渠川感激

王愿坚一直以来的鼓励，断言他“大器晚成”。渠川60岁

才写出《金魔》，79岁才写出第二部长篇《官痛》，看似大器

晚成，但渠川不认为自己是大器晚成。在文学创作上，他

年轻时就“冒头”了，只不过长时间里受到各方面拖累，没

有机会创作罢了，但他始终视文学为信仰，文学是他精神

世界的栖身地，他没有与文学分离，只是在等待和迎接文

学创作的“燃点”，来“证实”王愿坚对于他的断言。

渠川与陈广生

陈广生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一个熠熠生辉的名

字——雷锋，1964年，他也因此从沈阳军区工兵团俱乐

部调到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创作组共有6人，组长是

著名军旅作家崔家骏，创作有电影剧本《上甘岭》（合作）

等。那一年，渠川在采写刘英俊的英雄事迹，陈广生继续

写雷锋的故事，他们互相讨教创作中的困惑，也时常分享

阅读过的经典作品，一致认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是

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和杰克·

伦敦。

两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沈阳军区办起学习班，下

分小组，陈广生负责一个小组，任组长，创作组6人加上

宣传部理论科、秘书处的同志，一共10人，都是笔杆子。

学习班里人人自危，想尽办法保自己过关。要开展大批

判，每人都要写材料，渠川初稿即成，陈广生看了很满意，

就上报学习班，并让渠川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发言，他用北

京话宣读文稿，京腔悦耳，全场鸦雀无声。第二次大会发

言，陈广生又让渠川上台。

陈广生刚强乐观，待人诚恳，对原则问题绝不含糊。

渠川耿直热情，敢说敢做，对复杂问题敏于领悟。俩人成

了互不设防、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建立了超常的友谊。陈

广生说：我1931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平民家庭，家里

不富裕，1948年5月，解放军进行长春围困战，我还在街

上卖香卷。贫寒挡不住我革命的脚步，1949年我报名参

军了，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渠川也向陈广生畅谈自己

的家底和历史。渠川还说：我高中三年，因为家穷学费没

着落，高三时接受一位同学的邀请，一起办刊物，心想如

果办起来，写稿能挣稿费。那年冬天，我与5位同学聚在

一起商量杂志叫什么名字，最后商定为“钥匙”。为了解决

出刊经费，我们去见一个据说愿意出经费的人，见到后那

人却说自己没有经费，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中统天津学

运组组长李宗岳。我们也没有从其他渠道争取到经费，就

不干了。陈广生听后追问了一句：这事最后没办成？渠川

说：没办成。不料后来，小组里有人拿渠川参加“钥匙”一

事做文章，要打倒渠川。陈广生说：这事情我清楚，最后没

办成。调查渠川，事实清楚，没有办成，不成问题。

渠川在沈阳时居住在军区法院的一栋小楼里，吃饭

要到政治部食堂，骑自行车要10多分钟。冬天里，他在小

楼里写稿，外面下大雪，到了吃饭时间点，去不了食堂，又

饥肠辘辘，他只得推开房门，迎着风雪踩着厚厚的积雪到

附近陈广生家要吃的，陈广生的爱人赶忙烙饼炒鸡蛋给

他吃。

1970年1月渠川复员到温州，离开部队那天，已任沈

阳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的陈广生和3位战友请他吃

了一顿中饭，送他到火车站。雪过天晴，火车站像穿着一

件超大的白绒衬衫，车站里乘客很少，静谧得像是一个深

沉的梦。

渠川说：“陈广生是写雷锋‘第一人’，他写雷锋纯粹

是出于对雷锋的敬重和对文学的热爱，而非名利的考

虑。”雷锋与陈广生关系不错，向陈广生借过《鲁迅小说

选》，雷锋看完这本书后对陈广生说：我母亲和祥林嫂差

不多。陈广生当时是团里的俱乐部主任，发现雷锋有文艺

表演才能，就让他加入团战士业余演出队，并开始写雷锋

苦难的童年和成长的经历。1962年8月15日，陈广生在

写稿子时听到雷锋牺牲的消息，他忍着悲伤赶到抚顺参

与操办雷锋的丧事，读到雷锋的8本日记手稿。这是陈广

生写雷锋潜在的情感动因，他先后撰写17种体裁的几十

本雷锋专著，广受读者关注，仅《雷锋的故事》一书，发行

量就达2000多万册，它们的生命力，来自作者的真情。陈

广生满怀深情地写雷锋、讲雷锋、学雷锋、做雷锋。他曾担

任全国100多所大中院校校外辅导员，作报告1000余

场，让蕴含爱心的雷锋故事滋润无数的心灵。

渠川完成了《金魔》的创作与出版后，一身轻松，但沈

阳军区的情结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1991年春夏之

交，微风和畅，他特地去了沈阳，走一走沈阳军区，看一看

陈广生等几位好战友。陈广生和几位战友住在干休所，见

到渠川喜出望外，联合请他吃大餐喝啤酒。陈广生问：听

说你写了个长篇？渠川答：是的，我回去后寄给你们。陈广

生感叹：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

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定力和身体健康的挑战。

2018年3月，陈广生因病在沈阳逝世。逝者已矣，生

者当如斯。

笔者与渠川先生在客厅里聊天，窗外的阳光溜了进

来，跳跃在我们的身上，倏忽又不辞而别。渠川先生回首

自己90年的漫长岁月，回忆与诸多文友难忘的经历，回

顾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感慨万端。笔者写下此

文，致敬前辈、致敬历史、致敬时代。

渠 川

江舟晚唱 傅嘉俊 作


